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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经济的深化,消费流在反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往来程度时显现出

了优势。 文章借助中国银联 2018 年城际消费流数据,基于调整后的 Head-Mayer 边界效应模型,对长三

角城市群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算和评估。 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城

市边界和省际边界均对异地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省际边界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其中上海与其他三省之间

的边界对消费流的影响相对较弱,而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彼此之间的市场分割更为明显;长三角各城市

的边界效应程度不尽相同,上海的城市边界效应强度为 1. 05,江苏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处于 3. 06 ~

5. 51 之间,浙江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介于 3. 13 ~ 6. 24 之间,而安徽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最为

强烈,在 3. 85 ~ 6. 58 之间分布。 基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肯

定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次,继续深化取消影响区域经济

发展的人为阻碍的改革,进一步降低经济合作的障碍和成本。 最后,需要积极借鉴国际区域合作经验来

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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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群能够通过群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政府合作如在长

三角城市群成立城市经济协调会,能够消除市场分割,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城市群经济绩效

提升[1] 。 鉴于我国当下区域发展尚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现实,刘志彪指出在当前的国情下,建设全

国统一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分区域、分步骤地渐进式推进[2] 。 改革的第一步应着力推进珠三

角、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市场一体化,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各区域之间的相

互开放,从而建设国内的统一市场。 因此,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城市群为代

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取代“一城独大”的单一城市孤立扩张的发展模式,区域内城市之

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市场发育最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

一,被公认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在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是带动全

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引擎。 2018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
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关注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问题,不仅对促进长三

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意义,而且由于长三角地区在国内的重要示范效应,将有效推动我国各

城市群的内部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不仅具有地域相邻、文化相融的天然区域协调发展优势,而且长期以来区域内人员

交流和经济往来密切,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交流机制逐步建立,构成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

良好基础。 长三角地区的区域性经济合作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上海经济区,在 1982—1986
年间,上海经济区的成员即从江浙沪的两省一市的 9 个城市迅速扩展到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
西、福建 5 省 1 市。 虽然上海经济区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无法协调好政府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被

撤销,但区域合作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并且催生出新的区域合作形式,1992 年建立起长江三角洲城

市协调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 从 1997 年起,由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市长参与的“长江三角洲城市

经济协调会”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伴随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长三角地

区在加深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逐渐扩展区域合作的范围,经济协调会的成员历经 5 次扩容由

15 个城市逐步增加到 41 个,至 2019 年 10 月沪苏浙皖 3 省 1 市全员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3],①。
本文利用中国银联近乎覆盖全样本的城际消费流数据和修正的边界效应模型,在对地区生产

总值、工资水平、城市间距离等变量进行度量的基础上,对长三角地区的省际边界效应和城市边界

效应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深入研究边界效应如何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以期为

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从世界范围看,区域一体化概念的提出与相关理论发展时间并不长。 荷兰经济学家 Tinbergen
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人为障碍,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构建最

适宜的国际或区域经济结构[4] 。 美国经济学家 Havens 和 Balassa 进一步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

2

①1997 年首次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的正式成员包括 15 个城市: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
嘉兴、镇江、泰州。 2003 年纳入台州,成员增加到 16 个;2010 年纳入合肥、盐城、马鞍山、金华、淮安、衢州 6 个城市,成员增加到 22 个;
2013 年纳入徐州、芜湖、滁州、淮南、丽水、温州、宿迁、连云港 8 个城市,成员增加到 30 个;2018 年纳入铜陵、安庆、池州、宣城 4 个城市,
成员增加到 34 个;2019 年纳入黄山、蚌埠、六安、淮北、宿州、亳州、阜阳 7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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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 作为过程的一体化强调动态过程,体现在逐步取消区域内各成员之间的

经济歧视;作为状态的一体化强调静态结果,意味着区域内各成员之间不存在差别待遇[5] 。 美国经

济学家 Fritz 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进行了层次上的划分,鲜明地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不应只

限于各国之间,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一体化同样值得关注[6] 。 至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范畴

被划分为国家之间、一国内部和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一体化三个层次。
如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合理测度,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受 Balassa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

界定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测度的分析主要由两类构成:一类关注过程,即通过各区域间反映交

流与联系的流量数据来进行测度;另一类关注结果,即通过计量各区域在经济生产水平、价格水平、
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来进行测度。

国外学者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重点关注边界效应的影响。 Ratti 最先在国家之间的区

域一体化研究层面给出边界效应的定义,具体指拥有独立主权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国家

间的行政边界会影响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及经济合作[7] 。 一般而言,边界效应的效果

越强,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低。 借助流量数据来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测度的典型方法为传

统的引力模型,McCallum[8]利用贸易引力模型,通过加拿大人口最多的 20 个州的内贸数据以及加

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数据,证实国家的边界严重影响加拿大—美国之间统一市场的构建,经
测算加拿大国内贸易流量为加美国际贸易的 22 倍。 借助结果数据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测度的典

型方法为一价定律模型,Engel 和 Rogers[9]基于一价定律模型应用 14 种消费品的价格数据,对美国

和加拿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行了重新测定,实证结果表明由于美国和加拿大国家边界的存

在使得两国的贸易距离②比实际物理距离增加了 11. 23 倍。
国内学者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探究,一方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改进引力模型和

一价定律模型对边界效应进行测算。 如赵永亮和徐勇[10] 、吴华丽[11] 、郝景芳和马弘[12] 等利用中国

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在引力模型基础上对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李军林等将双边贸易距

离和多边贸易距离同时纳入引力方程模型,基于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提供的国际贸易量数据,实
证得出东盟国家和成员国之间的外贸明显大于同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的结论,其内部经济一体化

程度呈现上升趋势[13] 。 李天籽在对距离进行了直线距离、水路距离和陆路距离区分的基础上对中

国沿边地区的跨境经济合作作了边界效应的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沿边地区在对外开放和区域

经济合作方面受较高的边界效应的制约[14] 。 杨文毅等借助两地区的边界效应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

群的市场分割现象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湖北、湖南和江西的省际边界均对消费流出具有显著抑制作

用,各省之间的市场分割现象明显[15] 。 另一方面,相关学者也进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标的构建。
如周立群和夏良科在比较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时涉及市场一

体化、政策一体化两大类指标[16] 。 张衔春等在对深莞惠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测度时构建了市场

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的指标体系[17] 。 陈辉煌就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研

究利用主层次分析法得到了包含市场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体制一体化、社会一体

化五个维度的评价体系[18] 。 张学良等运用“一价法”构造市场分割指数来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的反向指标[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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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文中的贸易距离,指同时考虑实际物理距离和边界效应带来的两地区距离增量,数值上等于以上两者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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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测度相关文献的梳理,国内外学者对弗里茨提及的国家之间这

个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展开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

度涉及较少。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但市场一体化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指标维度。 区域市场一体化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和

基本特征,更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19] 。 周立群和夏良科经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三大城市群的比较研究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主要由市场一体化来反映的重要结论[16] 。 因此本

文将在国内层面展开区域经济一体化测度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中重点考察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

化程度。
刘生龙、胡鞍钢在比较了国内贸易流量、区域间价格水平的差异和波动、劳动力流动、市场潜力

等几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测度指标后,指出由于贸易流直接反映区域间的往来程度,用贸易流来衡量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最为合适的[20] 。 但是使用贸易流进行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存在以下两个问

题:其一,中国省际间的贸易数据难以取得,已有研究表明分省统计数据中的投入产出表包含省际

贸易数据,然而自 2002 年起中国分省统计年鉴不再对投入产出表进行整理,最新的省际贸易数据无

从获取。 其二,由于投入产出表中给出的国内贸易项只是各行业账户的余额,基于投入产出表进行

内部贸易量估计进而测算边界效应,存在可信度较低的问题[21] 。 所以,在进行国内层面的区域经济

一体化测度时需要寻找能够反映区域间往来的新指标。 李涛等尝试以关系型大数据为基础进行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应用企业分支数据、信息流数据和交通流数据进行关联网络和多变量分析,
发现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指数表现出明显的梯度格局[22] 。 城际消费流作为一

种典型的关系型大数据,更为直观准确地反映出区域间的经济活动往来程度,并且传统的贸易流数

据主要体现区域间商品市场的互联互通,城际消费流数据不仅能够体现区域间商品市场的互联互

通,而且反映出区域间服务市场的互联互通。 因此,城际消费流数据为测算国家内部区域经济一体

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市场化程度也

相对较高。 本文基于城际消费流数据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边界效应分析,实证分析长三

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并对各省市在区域统一市场的融入情况进行横向比较。 本文其余部分安

排如下:第二部分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证研究设计,第三部分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程度的

实证结果分析与各省市的边界效应比较,第四部分是基于实证结果进行总结与讨论。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理论模型主要借鉴 Head 和 Mayer[23]的边界效应模型。 Head 和 Mayer 通过改进引力模型,
重点测度了国家行政边界对欧盟地区一体化的影响。 本文则将该模型创新性地应用于城市和省际

层面,根据长三角地区城际消费流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跨区联系的关键变量,建立适合在城市群层

面展开分析的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模型,探究城市和省际两级行政边界对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的

影响。
首先,假定在经济体内部有 N 个地区,其中任意地区 i 的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取决于在各

地区不同种类产品的消费数量,且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CES 形式,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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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 􀰐
N

j = 1
􀰐

n j

h = 1
(aijcijh)

θ-1
θ[ ]

θ-1
θ (1)

其中,θ(θ>1)为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aij 表示消费者的相对偏好系数,cijh 代表地区 i 的消费者

对地区 j 品种为 h 的产品的消费数量,n j 为交易城市产品的品种数。
其次,假定交易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状态,那么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同时满足如下

条件:
w = pF(u,z)
p = (1 + μ)w

(2)

其中,w 和 p 分别表示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u 为交易城市的失业率水平,z 为除价格、失业率外

影响工资水平的其他因素,μ 为产品价格决定的工资加成系数。
定义 C ij 为地区 i 的消费者在地区 j 的消费额,那么 C ij = cijpij,其中 pij 为地区 i 的消费者在地区 j

进行消费需要承担的价格。 同时,令 C i = 􀰐
N

j= 1
C ij,表示消费者在 N 个地区的消费总额。 为实现消费者

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出 C ij 满足如下条件:

C ij =
aθ -1
ij n jp1-θ

ij

􀰐
N

j = 1
aθ -1
ij n jp1-θ

ij

C i (3)

由斯蒂格里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可知,产量与产品多样性之间存在正比关系,假定这一比值为 q,
令产品的出厂价格为 p j,由此可以得出任意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的表达式为

Y j = p jqn j (4)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活动时除需支付产品的出厂价格外,还需要承担冰山成本。 本文中的冰山

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两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 dij,第二部分为两地区之间不可观测的

消费壁垒 B ij。 因此消费者实际承担的价格水平 pij 与出厂价格 p j 之间的关系如下:
pij = (1 + λ iB ij)dδ

ijp j (5)
最后,消费者偏好亦受到边界效应的影响,由于两地区的文化观念、信息可得性等因素的影响,

消费者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本地偏好,即 aii>aij( i≠j)。 在 Wei[24] 的研究中发现两地接壤对异地消

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假定长三角地区两城市接壤会减弱本地偏好对 aij 的影响。 由此

可得消费者偏好的表达式:
aij = exp[eij - (γ i - αAij)B ij] (6)
其中,eij 表示影响消费者偏好的随机构成部分,Aij 和 B ij 分别为代表是否接壤和城市边界效应

的哑变量。 当地区 i 和地区 j 之间不存在地理上的相隔时,Aij = 1;否则 Aij = 0。 当消费者进行异地消

费,即 i≠j 时,B ij = 1;否则,B ij = 0。
根据式(2),可得 p j = (1+μ)w j;根据式(4),可得 n j = Y j / (qp j);结合式(5)和(6),替换式(3)中

的 p j、n j、pij 和 aij,并对式子两边取对数值可得:
lnC ij = lnC i + lnY j - (θ - 1)δ lndij - θlnw j - Ii -

(θ - 1)[γ i - αAij + ln(1 + λ i)]B ij + (θ - 1)eij (7)

其中 Ii = ln(􀰐
n

j= 1
exp{lnY j-θlnw j+(θ-1)[ -δlndij-(γ i-αAij+ln(1+λ i))B ij+eij]})。 观察可知 Ii 受模

型中 α 之类的待求参数的影响而难以获取确切值,并且 Ii 只与消费者的属地相关,因此可以对模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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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如下变换:

ln
C ij

C ii

=- (θ - 1)[γ i + ln(1 + λ i)] + ln
Y j

Yi

- (θ - 1)δ ln
dij

dii

- θln
w j

w i

+ (θ - 1)αAij + δ ij (8)

由式(8)可知,模型的常数项表示城市边界对消费流的影响强度,考虑到长三角地区消费流表

现出明显的省内联系强度大于跨省联系,因此在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 Dij 来控制省际边界的影响,
最终的实证分析模型为:

ln
C ij

C ii

= borcity + β 1 ln
Y j

Yi

+ β 2 ln
dij

dii

+ β 3 ln
w j

w i

+ β 4Aij + β 5Dij + δ ij (9)

(二)数据来源

2016 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5]的数据显示,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

区域。 本文以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关于长

三角地区具体覆盖范围的讨论有很多,本研究着眼于经济活动,划定区域范围主要依据相关经济组

织(如城市经济协调会等)的官方规划。 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沪苏浙皖 1 市 3 省 41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全部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因此,本文将沪苏浙皖包含的 41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我们需要得到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Y 和工资水平

w,哑变量 Aij 和 Dij 以及任意两地区之间的消费流 C ij 和地区之间的距离 dij 。 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

值和工资水平可通过地方统计年鉴整理获得,哑变量根据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相对位置以及

行政区划信息进行赋值处理。 两城市间的物理距离 dij,通过百度地图(map. baidu. com)提供的驾车

行驶最短路程获得。 城市内部消费距离 dii 采用 Leamer[26] 提出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即 dii =

2
3

areai

π
。

行伟波、李善同在市场一体化实证研究中指出,对区域间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存在多重困难,首
先面临的困难是如何获得区域间的直接贸易数据[21] 。 鉴于贸易数据的可得性及数据质量问题,本
文放弃使用贸易数据来刻画地区之间的市场联系,转而使用城际消费流数据。 本文使用的消费流

数据来源于 2018 年中国银联银行卡(包括贷记卡和借记卡)刷卡交易统计数据库。 数据涵盖了全

量 70 多亿张银行卡,10 亿以上持卡人,境内外 5
 

000 万家以上的商户终端消费记录,年交易额超过

120 万亿元。 研究根据银行卡账户信息及其本年度最大频次消费地点,来识别本地消费;而将该银

行卡在其他位置的消费,标记为异地消费支出。

三、边界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的变量定义及统计分布

基于前文的模型设定与数据整理,最终确立在长三角地区边界效应分析中引入如下变量,具体

的变量定义及统计分布如表 1 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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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及统计分布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Cii 地区 i 的本地消费额,单位:亿元
 

2
 

730. 805 87. 820
Cij 地区 i 到地区 j 的流出消费额,单位:亿元

 

9. 414
 

0. 627
 

Yi 地区 i 的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4
 

825. 246
 

136. 378
 

wi 地区 i 的工资水平,单位:元
 

72
 

121. 630
  

361. 690
 

dii 本地消费的内部消费距离,单位:千米
 

35. 078 0. 204

dij
异地消费的消费距离,取两地区之间驾车行驶最短路程,单
位:千米

 359. 908
 

4. 517

Aij 是否接壤:两地区不存在物理相隔,Aij
 = 1;否则 Aij

 = 0 0. 124
 

0. 008
 

Dij 是否跨省联系:两地区属于不同的省份,Dij
 = 1;否则 Dij

 = 0
 

0. 691
 

0. 011

ln
Cij

Cii
异地消费额与本地消费额之比的对数值 -6. 923

 

0. 042

ln
Yj

Yi
消费流入地与消费流出地的 GDP 之比的对数值 0. 000 0. 033

 

ln
dij

dii

异地消费的消费距离与本地消费的内部消费距离之比的对
数值

 2. 207 0. 015

ln
wj

wi
消费流入地与消费流出地的工资水平之比的对数值 0. 000 0. 006

　 　 (二)省际边界效应及其影响分析

实证分析所使用的城际消费流数据涵盖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任意两者之间的有向消费流,以
及 41 个城市各自的本地消费金额。 由式(8)所得的理论模型可知,不同城市的地市级边界效应存

在异质性,因此对同一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情况进行固定效应处理,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 2 所示。 模

型 1 为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消费流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边界和省际边界均对

异地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城市边界效应的影响表现为跨城市消费明显低于本地消费,在其

他因素保持一致仅考虑城市边界的影响时,平均而言,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到另一个非本地城市的消

费流出约为本地消费的 0. 61%(C ij / C ii = exp( -5. 104) = 0. 61%);而省际边界的影响表现为跨省的

异地消费会明显低于省内的异地消费,平均而言跨省消费流约为省内消费流的 9. 77%((C ij)跨省 /
(C ij)省内 = exp( -2. 326)= 9. 77%) ③,即省内异地消费为跨省异地消费的 10. 24 倍。

在模型中引入的其他基础变量,两地区的相对产出、相对距离、相对工资水平以及两地区是否

为接壤均对异地消费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 两地区的相对产出对异地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意味着

生产规模越大的城市,在城市群内对消费的吸引力越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消费流入;相对距离

对异地消费表现出明显的抑制效果,前文基于冰山成本理论分析所得的结果得到证实,一般而言,
消费距离越远使得交易成本越高,交易风险越大,因此距离对异地消费的影响一般是负面的;而相

对工资水平对异地消费的影响系数是正的,与理论模型中的系数符号相反,相对工资水平会直接影

响相对出厂价格水平,相对出厂价格更高的城市对消费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体现出长三角地区的异

地消费对价格并不十分敏感,而是更多地流向品质更好、出厂价格也更高的产品。 此外,城市间的

接壤会明显促进两地区的消费联系,由于在空间上不存在物理上的相隔,两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信

息传递相对更加充分,使得本地消费者对异地产品具有相对更高的认可度。

③在省际边界以外的变量均保持一致的前提下, ln[(Cij)跨省 / (Cij)省内] = ln[
(Cij)跨省

Cii
/
(Cij)省内

Cii
] = ln

(Cij)跨省

Cii
- ln

(Cij)省内

Cii
= β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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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边界同时具有负面作用和中介作用。 在不同国家之间,负面效应主要通过区域间的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发挥作用,在一国内部主要是地区行政壁垒阻碍各类要素流动;中介作用则主要通过

边界在区域间的连接作用促进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因此边界效应最终表现为促进消费流出还是抑

制消费流出,取决于负面作用和中介作用谁占优。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省际边界整体表现为负面作

用。 为探究长三角地区 3 省 1 市之间的省际边界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对长三角地区消费流的子样

本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如表 2 中模型 2—模型 7 所示。 上海—浙江、上海—江苏、上海—安徽、
浙江—江苏、浙江—安徽、江苏—安徽 6 种省际边界均对异地消费具有负面作用。 但负面作用的程

度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上海与浙江、上海与江苏的省际边界表现为低程度的负面作用,在其他

影响因素保持一致的条件下,上海与浙江省的省际消费流为省内消费流的 28. 59%(exp(-1. 252)=
28. 59%),上海与江苏省的省际消费流为省内消费流的 28. 42%(exp(-1. 258)= 28. 42%);其次是上海

与安徽之间的省际边界表现为中等程度的负面作用,省际消费流与省内消费流之比达到 18. 05%(exp
(-1. 712)= 18. 05%);最后,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中任意两省之间的省际边界表现为高程度的负面作

用,浙江—江苏之间的跨省消费流与省内消费流的比率为 10. 16%(exp(-2. 287)= 10. 16%),该比率在

浙江—安徽之间为 10. 93%(exp( -2. 214)= 10. 93%),在江苏—安徽之间为 9. 14%(exp(-2. 393) =
9. 14%)。 由此反映出在长三角地区的异地消费联系格局中,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与浙

江、江苏、安徽之间的省际边界的屏障效应已经明显弱化,而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之间的消费联系仍存

在明显的市场分割现象。
表 2　 省际边界效应回归系数表

全样本 上海—浙江 上海—江苏 上海—安徽 浙江—江苏 浙江—安徽 江苏—安徽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model7

Dij
-2. 326∗∗∗

(0. 043
 

2)
-1. 252∗∗∗

(0. 262)
-1. 258∗∗∗

(0. 170)
-1. 712∗∗∗

(0. 354)
-2. 287∗∗∗

(0. 064
 

8)
-2. 214∗∗∗

(0. 066
 

0)
-2. 393∗∗∗

(0. 049
 

7)

ln
dij

dii

-0. 130∗∗∗

(0. 043
 

7)
-0. 296∗∗

(0. 129)
0. 081

 

1
(0. 082

 

7)
-0. 341∗∗∗

(0. 096
 

3)
-0. 213∗∗∗

(0. 073
 

9)
-0. 268∗∗∗

(0. 068
 

8)
-0. 249∗∗∗

(0. 061
 

7)

ln
Yj

Yi

1. 042∗∗∗

(0. 022
 

9)
1. 155∗∗∗

(0. 056
 

2)
0. 519∗∗∗

(0. 090
 

8)
1. 378∗∗∗

(0. 068
 

5)
1. 106∗∗∗

(0. 037
 

5)
1. 289∗∗∗

(0. 032
 

4)
0. 794∗∗∗

(0. 036
 

5)

ln
wj

wi

0. 634∗∗∗

(0. 116)
-0. 166
(0. 332)

2. 945∗∗∗

(0. 340)
-1. 126∗∗∗

(0. 414)
0. 974∗∗∗

(0. 174)
-1. 170∗∗∗

(0. 164)
1. 266∗∗∗

(0. 228)

Aij
0. 613∗∗∗

(0. 066
 

6)
0. 169

(0. 120)
0. 446∗∗∗

(0. 098
 

2)
0. 372∗∗∗

(0. 116)
0. 315∗∗∗

(0. 094
 

5)
0. 440∗∗∗

(0. 087
 

4)
0. 531∗∗∗

(0. 083
 

0)

borcity
-5. 104∗∗∗

(0. 095
 

6)
-4. 372∗∗∗

(0. 254)
-5. 045∗∗∗

(0. 168)
-4. 884∗∗∗

(0. 203)
-4. 778∗∗∗

(0. 154)
-5. 068∗∗∗

(0. 145)
-5. 029∗∗∗

(0. 133)

N 1
 

640 132 182 272 552 702 812

R2 0. 843 0. 839 0. 805 0. 723 0. 885 0. 874 0. 856

　 　 注:文中回归系数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分别表示系数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下

表同。

(三)城市边界效应及其影响分析

赵永亮、徐勇通过省份固定效应测算得出不同省份边界效应的影响[27] 。 本文借鉴他们的测算

方式,借助城市固定效应获得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城市边界效应。 具体操作方式是根据固定个体

效应模型的原理,对同一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分别生成相应的虚拟变量,进而对全样本进行不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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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常数项的 OLS 回归。 测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其他变量的系数,受文章篇幅限制,表 3 不再列出。
表 3 中城市边界的系数符号表示城市边界对流出消费的影响方式,而系数的绝对值表示城市

边界对消费流出的影响程度。 整体而言,城市边界对各城市的消费流出均表现为显著的负面作用。
为了便于城市群内不同城市边界效应的比较,同时列示了城市边界效应系数的位序,位序值越小意

味着城市的边界负面效应越小,其在城市群的融入度越高。 上海的城市边界效应位序为 1,在控制

其他影响消费流因素一致的情况下,上海市受城市边界效应的影响,跨城市边界消费与本地消费的

比为 35. 13%(exp( -1. 046))。 同理可知,其余城市的边界效应的影响程度。
表 3　 消费流城市边界效应系数表

省份 城市 边界效应 位序 省份 城市 边界效应 位序

上海

浙江省

江苏省

上海 -1. 046∗∗∗

(0. 154) 1

杭州市 -3. 133∗∗∗

(0. 133) 3

宁波市 -3. 782∗∗∗

(0. 144) 5

台州市 -4. 859∗∗∗

(0. 150) 14

嘉兴市 -4. 884∗∗∗

(0. 148) 15

温州市 -4. 904∗∗∗

(0. 147) 16

金华市 -5. 434∗∗∗

(0. 142) 20

绍兴市 -5. 460∗∗∗

(0. 141) 22

湖州市 -5. 556∗∗∗

(0. 141) 26

舟山市 -5. 794∗∗∗

(0. 144) 29

丽水市 -6. 220∗∗∗

(0. 148) 37

衢州市 -6. 240∗∗∗

(0. 153) 38

南京市 -3. 059∗∗∗

(0. 139) 2

苏州市 -3. 155∗∗∗

(0. 138) 4

无锡市 -3. 832∗∗∗

(0. 144) 6

常州市 -4. 294∗∗∗

(0. 143) 8

南通市 -4. 355∗∗∗

(0. 139) 9

徐州市 -4. 399∗∗∗

(0. 142) 10

镇江市 -4. 652∗∗∗

(0. 143) 11

扬州市 -4. 722∗∗∗

(0. 138) 12

盐城市 -5. 124∗∗∗

(0. 135) 17

江苏省
 

安徽省

淮安市 -5. 251∗∗∗

(0. 136) 18

泰州市 -5. 271∗∗∗

(0. 143) 19

宿迁市 -5. 487∗∗∗

(0. 146) 24

连云港市 -5. 510∗∗∗

(0. 150) 25

合肥市 -3. 850∗∗∗

(0. 135) 7

芜湖市 -4. 856∗∗∗

(0. 140) 13

马鞍山市 -5. 441∗∗∗

(0. 146) 21

滁州市 -5. 461∗∗∗

(0. 133) 23

蚌埠市 -5. 638∗∗∗

(0. 147) 27

宿州市 -5. 769∗∗∗

(0. 144) 28

安庆市 -5. 848∗∗∗

(0. 140) 30

六安市 -5. 860∗∗∗

(0. 137) 31

阜阳市 -5. 956∗∗∗

(0. 146) 32

铜陵市 -6. 147∗∗∗

(0. 154) 33

淮北市 -6. 172∗∗∗

(0. 165) 34

宣城市 -6. 197∗∗∗

(0. 135) 35

淮南市 -6. 198∗∗∗

(0. 151) 36

黄山市 -6. 353∗∗∗

(0. 147) 39

亳州市 -6. 526∗∗∗

(0. 154) 40

池州市 -6. 580∗∗∗

(0. 146) 41

　 　 对比各省内部不同城市的边界效应影响程度,浙江省各城市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无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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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壁垒最小的城市为杭州市,江苏省各城市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无形消费壁垒最小的城市为南

京市,安徽省各城市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无形消费壁垒最小的城市为合肥市。 可以发现,三个省

会城市融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程度均较高。 它们通过加强在长三角经济圈内的经济交流与贸

易合作,减弱了其消费流的城市边际壁垒,发挥了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首位作用。
长三角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不尽相同,整体来看,江苏省各城市的市场融合度最高,浙江其

次,安徽省的市场融合度相对较弱。 首先,在整个城市群内边界效应最小的 10 个城市中,江苏省的

城市有 6 个,浙江省的城市有 2 个,安徽省的城市仅有 1 个。 其次,各省的省会城市的边界效应存在

差异,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杭州市与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南京市的城市边界效应程度相近,而安徽省的

省会城市合肥市的城市边界效应明显高于杭州市和南京市。 最后,浙江、江苏、安徽三省的城市边

界效应程度的分布存在明显的递进趋势,江苏省各个城市的边界效应处于 3. 06 ~ 5. 51 之间,浙江省

各城市的边界效应介于 3. 13~ 6. 24 之间,而安徽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最为强烈,在 3. 85 ~ 6. 58
之间分布。

为进一步探究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是否有利于加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交流,本文对先后加入

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成员城市进行了分组的城市边界效应情况统计。 结果发现(见表 4),平均而

言,后加入经济协调组织的城市要比先加入的城市边界效应明显,说明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减少了

由城市边界带来的消费交流障碍,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市场的整合。 当然,也有例外出现,如
江苏省的徐州市、浙江省的温州市等,虽然加入经济协调会的时间较晚,但受其交通枢纽地位或商

贸经济发展较快的影响,其在融入长三角地区区域发展方面也有不错的表现。
表 4　 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成员变动情况及相应城市的边界效应

时间 新增城市及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值 均值

1997 年
上海(1. 05),杭州(3. 13),宁波(3. 78),嘉兴(4. 88),绍兴(5. 46),湖州(5. 56),舟山
(5. 79),南京(3. 06),苏州(3. 16),无锡(3. 83),常州(4. 29),南通(4. 36),镇江(4.
65),扬州(4. 72),泰州(5. 27)

4. 20

2003 年 台州(4. 86) 4. 86

2010 年 金华(5. 43),衢州(6. 24),盐城(5. 12),淮安(5. 25),合肥(3. 85),马鞍山(5. 44) 5. 22

2013 年
温州(4. 90),丽水(6. 22),徐州(4. 40),宿迁(5. 49),连云港(5. 51),芜湖(4. 86),滁州
(5. 46),淮南(6. 20) 5. 38

2018 年 安庆(5. 85),铜陵(6. 15),宣城(6. 20),池州(6. 58) 6. 19

2019 年
蚌埠(5. 64),宿州(5. 77),六安(5. 86),阜阳(5. 96),淮北(6. 17),黄山(6. 35),亳州
(6. 53) 6. 04

四、总结与讨论

借助中国银联提供的 2018 年城际消费流数据,基于
 

Head-Mayer 边界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

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测算和评估。 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边界和省际边界均对异地消费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受省际边界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一致条件下省内异地消费为跨省异地消费的

10. 24 倍。 虽然所用数据有区别,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其他学者已取得的研究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
Brǒcker 对欧共体的一体化程度进行研究发现,欧共体成员国的国内贸易是跨国贸易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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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28] 。 McCallum 对加拿大—美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国内贸易流量为加美国

际贸易的 22 倍[8] 。 由此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的省际边界带来的市场分割的影响程度明显要低于

类似加拿大—美国之类的国际边界带来的市场分割;但是长三角地区的省际边界的影响仍是制约

地区市场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甚至高于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部分欧洲国家的国家边

界的影响。 因此,在深化我国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Poncet 基于

投入产出表的中国国内省际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沿海地区 1987 年、1992 年和 1997 年的边界

效应分别为 7、11、18,内陆地区在这三个年份的边界效应分别为 18、22、34[29] 。 虽然数据来源不具

有可比性,但计算结果也可以拿来近似地参考。 与 1997 年我国沿海地区的边界效应程度相比,长三

角地区的边界效应下降幅度明显,近年来长三角地区通过建立各级区域经济协调组织积极推进区

域间的经济合作初现成效。
此外,省际边界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其中上海与浙江、江苏、安徽之间的省际边界的负面作用已

经明显弱化,而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市场分割现象,表明上海市作为长三角发展

的重要引领力量,正在积极发挥示范效应,积极开放本地市场,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区

域合作,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 而长三角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不尽相同,并且通过不同城

市的边界效应程度测算,发现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逐步紧密,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

导的经济合作以及“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主导的改革共同推动实现的;先加入城市经济协调组织

的城市平均而言要比后加入的城市边界效应抑制程度小,而针对每个城市而言也不乏例外,如浙江

省的温州市虽然加入经济协调会的时间较晚,但受其商贸经济发展较快的影响,边界效应值也相对

较低。
鉴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肯定区域经济协调组织

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区域协调组织继续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

后加入成员的融入发展,而且要重视边界负面作用影响较大的成员的融入发展,不断提高区域组织

的协调能力,为构建最适宜的区域经济结构提供支持。 其次,继续深化消除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人

为阻碍的改革。 虽然长三角地区被认为是当下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但是其省际

边界的市场分割现象仍旧存在,因此要积极探索沪浙苏皖 4 省市的沟通与协商,同时积极推进新型

城市合作机制建设,加快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建设[30-31] ,进一步降低经济合作的障碍和成本。 最

后,积极借鉴国际区域合作经验。 例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

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五大世界级城市群通过共建基础设施、协调产业

发展等措施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定位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也

可以适当借鉴国际区域合作经验,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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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economy 
 

consumption
 

flow
 

has
 

shown
 

its
 

advantages
 

in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China
 

UnionPay􀆶 s
 

intercity
 

consumption
 

flow
 

data
 

in
 

2018 
 

this
 

paper
 

applies
 

Head-Mayer
 

border
 

effect
 

model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the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Group.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unified
 

marke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not
 

yet
 

been
 

fully
 

formed.
 

Both
 

urban
 

and
 

inter-provincial
 

boundaries
 

have
 

significant
 

barrier
 

effect
 

on
 

off-site
 

consumption.
 

2  

The
 

inter-provincial
 

boundary
 

effect
 

shows
 

heterogeneity 
 

in
 

which
 

the
 

boundary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other
 

three
 

provinces
 

has
 

a
 

relatively
 

weak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flow 
 

while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between
 

Zhejiang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is
 

more
 

obvious.
 

3 
 

The
 

degree
 

of
 

border
 

effect
 

varies
 

from
 

city
 

to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intensity
 

of
 

the
 

urban
 

boundary
 

effect
 

in
 

Shanghai
 

is
 

1. 05.
 

The
 

border
 

effect
 

of
 

the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is
 

between
 

3. 06
 

and
 

5. 51 
 

the
 

border
 

effect
 

of
 

the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between
 

3. 13
 

and
 

6. 24 
 

and
 

the
 

border
 

effect
 

of
 

the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which
 

is
 

the
 

most
 

intense 
 

ranges
 

from
 

3. 85
 

to
 

6. 58.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of
 

all 
 

the
 

role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s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raws
 

our
 

attention.
 

Secondly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removing
 

the
 

artificial
 

obstacles
 

that
 

affec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reduce
 

the
 

obstacles
 

and
 

cost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Lastly 
 

we
 

nee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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